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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本陆军军命会社“昭和通商” ∗

郭循春

内容提要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是在日本陆军中央指导下，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

商事株式会社、大仓商事株式会社三家公司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出资成立的专门服务于战争的

进出口贸易企业。 昭和通商继承并扩展了在其之前成立的军命会社泰平组合的功能和业

务，为日本陆军出口武器、进口战略物资、运输鸦片、调查军事情报。 其不仅在中国，还在

东南亚、中亚、南美洲、欧洲、非洲各地汲取战争资源，不仅为日军服务，还为德国、意大利

提供矿产和武器等物资。 研究昭和通商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战时日本如何为其战

争机器添加燃料。
关键词　 昭和通商　 泰平组合　 日本陆军　 军命会社

如果把日本推行侵华战争比作运转一部机器，那么机器的外形、操作者是最先容易被研究者注

意到的问题，而机器内部的零部件是什么、如何运作，则需要更加详细、深入地考察才能了解。 关于

日本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对华政治策略问题、纯军事性问题以及日军在华战争罪行问题，学界已经

有较多的成果。 但是战场之外的日方参与者，正如机器内部的零部件一样，虽较少为人所知，却又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争过程中承奉军命参与战略资源调配的诸多企业，就是这类战争机器

零部件的代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昭和通商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昭和通商”）。 关于昭和通商，
国内尚未有相应研究成果出现，日本也仅有一部回忆录和一篇论文对其进行过探讨。① 本文拟在

原有日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日本陆军原始档案，对昭和通商的建立、结构、性质及活动内容进

行概括性的论述。

一、 从泰平组合到昭和通商

所谓军命会社，即表面上独立经营，实际上受命于军方，被军方统制，服务其需要的公司，可被

视为一种军事外围公司。 近代日本陆军史上广为人知的军命会社有两个，即泰平组合与昭和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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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参会评议专家的指正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第 ６６ 批面上项目“远东新秩序与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研究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ＢＳ６６１９０３７）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ＰＭＣ 出版、１９８５ 年；柴田善雅「陸軍軍命商社の活動　 昭和通商株式

会社覚書」、『中国研究月報』第 ５８ 卷第 ５ 号、２００４ 年 ５ 月、１ 頁。 柴田论文主要从资金来源和会计的角度论述了昭和通商的运营

规模，关于其营业范围、活动内容方面的论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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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被统制程度的高低。
泰平组合是日本陆军为促进对华军火出口于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指导建立的企业联合组织。① 该组织

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名会社大仓组②、合名会社高田商会三家企业出资、出人组成，曾先后向清

政府、北洋政府以及一战中的俄国、英国出售过大量日本军火。 随着一战的结束以及 １９１９ 年列强对

华军火禁运的开始，泰平组合在中国及欧洲市场活跃程度大大降低。 另外，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高田商会会

长高田慎藏病死，１９２３ 年高田商会又因关东大地震遭受重创，使得该商会在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退出泰平组

合，进一步缩小了泰平组合的规模和贸易力量。 列强对华禁运条约虽然在 １９２９ 年失效，但由于新成

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军火需求量小，所以泰平组合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在中国的军火市场地位。③

根据日本陆军档案记载，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３７ 年间，泰平组合规模较大的武器出口数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１９２０—１９３７ 年间泰平组合较大规模武器出口表④

出口对象 时间 武器类别及数量

中国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南部大型手枪子弹 ２４ 万发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青岛警察）步枪 １５００ 杆、骑兵枪 ３００ 杆、骑兵军刀 １００ 把、手枪 ２００ 把、机关枪 ８ 挺、
步枪子弹 １５ 万发、手枪子弹 ９􀆰 ６ 万发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 （四平洮南铁路警备）三八式步枪 ２０００ 杆、刺刀 ２０００ 把、子弹 １００ 万发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三八式步枪 １０００ 杆、刺刀 １０００ 把、子弹 ５００ 万发、十一年式机关枪若干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奉军）黄色火药 ３０ 万斤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三八式步枪子弹 ４１０ 万发、四一式山炮榴散弹弹药筒 ５０００ 个、四一式山炮榴弹弹药

筒 ２０００ 个、三一式山炮榴散弹弹药筒 ５０００ 个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三八式步枪 ６００ 杆、子弹 ３０ 万发、速燃导火索 ２２００ 米、缓燃导火索 １１００ 米、掷弹筒

１０ 个、手榴弹 １０００ 个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狙击炮 １２ 门及附属品、弹药筒 １５６０ 个、两轮辎重车 ２４ 辆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平射步兵炮 ４０ 门及附属品、八九式固定机关枪甲乙各 １８ 挺及子弹 ３６ 万发、三年式机

关枪 ５０ 挺及附属品及空包弹 ５０ 万发、十五公斤炸弹 ２０００ 个、狙击炮 ４０ 门及附属品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狙击炮弹药及榴弹弹药筒共 ４ 万发、十一年式平射步兵炮 ２０ 门及附属品及弹药 １􀆰 ５
万发、狙击炮 ３０ 门及附属品及弹药 ９０００ 发、平射步兵炮 ３０ 门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三八式步枪 １０００ 杆、刺刀 １００ 把、子弹 １００ 万发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三八式步枪 ２０００ 杆及子弹 ２００ 万发、三〇式步枪刺刀 ２０００ 把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三八式步枪练习弹 ６ 万发、子弹 １２ 万发、空包弹 ４０ 万发、十一年式轻机关枪练习弹

４􀆰 ４ 万发、空包弹 ３７ 万发、弹夹 １１１０ 个、三年式重机关枪练习弹 ２１６０ 发、空包弹 ５１􀆰 １
万发

１８

①
②

③

④

郭循春：《泰平组合、军火贸易与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８３ 页。
１８７３ 年，大仓喜八郎建立“大仓组商会”，１８９３ 年将商会改名为“合名会社大仓组”，１９１８ 年从“合名会社大仓组”中分离

出“大仓商事”。 参见大倉財閥研究会編『大倉財閥の研究』、近藤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８８３ 頁。
由于日式步枪的杀伤力不如德式步枪，从 １９２５ 年起，张作霖和国民政府先后开始用德式步枪代替日式步枪。 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因与德国军事关系密切，所以对日本军火的需求开始减少。 参见「奉天兵工廠」、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７０９０３２４４００、各国造兵廠関係雑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根据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３７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得。 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　
大正 ９ 年 ～ 昭和 １２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本表未收录规模较小的武器出口、零部件出口及武器加工维修器械出口的内容。 原

档中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出口泰国的六六式步枪子弹被误记为“六十五年式步枪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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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出口对象 时间 武器类别及数量

泰国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７５ 毫米轻野炮榴散弹 ３２２００ 发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价值约 ５􀆰 ５ 万日元的军械零部件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六六式步枪子弹 １５ 万发、弹药夹 ２５ 万个

１９２４ 年 ２ 月 六六式暹罗带刺刀步枪 ５ 万杆及子弹 １０００ 万发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六六式暹罗步枪子弹 ２５ 万发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７５ 毫米山炮弹药 ２ 万发及药夹爆管 ２ 万个

秘鲁

１９３３ 年 ３、 ４、
１０ 月

九一式曳火手榴弹 ３０００ 个、十一年式平射步兵炮 ３２ 门、十二年式榴弹弹药筒 ６􀆰 ４ 万

个、九一式曳火手榴弹 ２０００ 个、九一式曳火手榴弹 ２５００ 个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九一式曳火手榴弹 １ 万个

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１９３７ 年之前泰平组合的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比较有限，陆军判断其将无法满

足日本对外出口军火的需求。① 这样的状态再加上军事环境的变化，使陆军产生了建立新的军命

会社的想法。
第一，１９３９ 年 ４ 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战争状态下，日军需要具有更强

统制属性的企业来代替泰平组合以实现其对华政治战略目标。 截至 １９３９ 年初，侵华日军已经攻占

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主要城市，对占领区的统治离不开华北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正在与汪

精卫交涉建立的汪伪政府的协作。 日本扶持伪政府，必然需要向后者提供军火援助，一个统制性更

强的武器出口企业必不可少。 此外，１９３９ 年初日本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届时世界范围内

军火市场将会急剧扩大，日本有机会进一步拓展市场②，然而替陆军进行军火贸易的泰平组合此时

已无法满足日本陆军的需求。 泰平组合虽然是在陆军省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其在军火贸易活

动中的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和较弱的“统制”属性。 例如，在其经营过程中，军火销售对

象是由泰平组合根据市场信息派人寻找并交涉的，其间泰平组合需要向陆军中央请求拨付武器样

本，然后报告给陆军中央请求批准，一次交易往往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这种效率无法满足日军推

动战争以及稳定战线后方局面的需要。
第二，中日之间进入战争的相持状态，日本军队需要更加有效率地攫取占领区的战略资源，才

能维持战争的动力。 根据日本陆军中央的判断，若战时诸多贸易企业为抢夺占领区的资源展开恶

性竞争，将降低陆军攫取战略资源的效率，不利于日军推行物资的统制政策，所以日军需要一个外

围企业来专门为军方服务，防止恶性竞争影响军方需求。③ 另外，欧洲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
列强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和囤积战争资源④，日本陆军高层已经意识到日本势必会卷入更大

２８

①

②

③

④

泰平组合在此之后能够一直存续到 １９３９ 年，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同北洋政府以及地方军阀的军火贸易债务一直没有清

算，但是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相关交涉完全停止，泰平组合最终解散。 参见「泰平組合継続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３９５３４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６ 年第 ４ 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７２３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１ 年第 ３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７２３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第 ３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非鉄金属の取得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３１３２６００、陸支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６ 年第 ２５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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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世界战争中，与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资源掠夺的竞争并为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囤积

资源，将是必然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陆军外围企业，负责战略资源的

进口。 但泰平组合在其存续的 ２１ 年中，只负责武器的出口，无法满足陆军进口军事器械、矿产资

源、特殊产品的战略需要。
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而一定要继承泰平组合的外壳呢？ 原因在于泰平组合在

此之前是唯一的陆军军命会社，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战略资源丰富又便于获取的东南亚、南
美洲，拥有发达的商业网络基础，继承泰平组合的“遗产”便于新组织快速有效地实现陆军的战略

目标。 从反面来看，同样的原因使得陆军不可能在其内部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机关，负责在世界范

围内搜集、运输资源和执行秘密任务。
这两种因素促使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建立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执行出口武器和进口资源的任务。

建立昭和通商的经验终究还是来自于泰平组合，虽然二者的经营内容有所差异，但昭和通商依然被

看作泰平组合的继承者。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昭和通商创立大会在东京四谷召开，出席人员包括军

务局高级课员武藤章、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三井物产总经理石田礼助、大仓商事总

经理宫田准一、昭和通商总经理堀三也等人。① 创立大会宣布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

会社、大仓商事株式会社三家公司共出资 １５００ 万日元组建昭和通商，公司成立后负责日本旧武器

的贩卖和外国战略资源的进口，主要负责人由堀三也担任，常务工作由岩畔豪雄指定人员负责，三
家会社仅派人负责会计事宜。 昭和通商成立后，泰平组合并没有立刻被解散，因为昭和通商需要在

日本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接收泰平组合的人事、办公场所、商业网络等业务内容。 例如，泰平组合在

东京的事务所、各分公司图书资料、北京分公司的办公用品以及家具和军火样本等都交由昭和通商

接收，泰平组合前业务课课长留任昭和通商业务课课长。 至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在与泰国政府完成了最

后一笔价值 １３６３３ 日元的战斗机零部件交易后，泰平组合最终解散。②

二、 昭和通商的性质、结构和规模

陆军省于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向陆军各部门及驻外人员发布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相关通知》，７
月 ２９ 日将同一内容告知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同时也公布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昭和通商株

式会社指导纲要》，昭和通商则向陆军省提交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章程》。③ 上述文件明确了昭

和通商的设立目的、业务内容、特殊权限、陆军指导及监督原则等，从中可以看出其统制属性。
在《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中，陆军省表示“鉴于当下时局，为拓展帝国海外军火市场进而维

护我国重工业之健全与发展，同时为保证陆军必要海外军需资源之统一进口，消除不良竞争，保守

军事机密，特此设立昭和通商。 基于此宗旨，陆军将给予该会社所需之便利，使之与陆军保持密切

联系，减少摩擦，以期事业之圆满进行”。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指导纲要》明确指令昭和通商由陆军

省指导运营，三井、三菱、大仓三个企业主要负责出资和辅助陆军省派遣的管理者，业务内容除了出

口武器还包括军工器械以及特殊原材料贸易，营业范围包括全世界各个地区，尤其强调昭和通商需

要向“满洲国”和日伪政权出口武器。 关于昭和通商的特权，陆军省要求各驻外武官必须给昭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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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３９ 頁。
柴田善雅「陸軍軍命商社の活動：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覚書」、『中国研究月報』第 ５８ 卷第 ５ 号、２００４ 年 ５ 月、３ 頁。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７２３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第 ３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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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以相当之便利，陆军兵工厂须向其提供样本及优质兵器并派遣专业人员随同昭和通商前往交易

国进行技术指导。 对于拟进口的国外产品的代理权，《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相关通知》规定，如果某

项产品代理权属于昭和通商的股东企业，则以给予该企业少量代理费为条件将代理权转入昭和通

商，如果某项产品的代理权属于非股东企业，则设法代替该企业获得该项产品的代理权。 在营业利

益问题上，昭和通商可根据出口国的情况对出口产品自主定价，但如果陆军认为有必要，可限制其

定价权，对于拟进口并供给陆军的军需品，昭和通商无权定价，陆军只给予昭和通商适当的手

续费。①

另外，《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训令》规定昭和通商须保持秘密经营的性质，正因如此，成立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的昭和通商一直到 ７ 月才被陆军省公开，在此之前连陆军驻外武官都不了解情况。 例如 ７
月，昭和通商罗马分公司未经日本驻意大利使馆附武官同意，就和意大利某军火企业签订了购入

５０００ 挺轻机关枪的合同。 驻意武官 ７ 月 ２２ 日向陆军次官报告：“最近有个昭和通商，自称要向陆

军供货，夸大其词，毫无根据，肆意进行军火贸易，于日意交往上造成不良影响，如五千挺轻机关枪

及测高机之买卖，未经本武官调查与同意便与意方某企业私定合同，望陆军当局对此严厉戒饬。”②

对此，陆军次官山胁正隆不得不回电解释昭和通商之成立经过及秘密属性。 同样是出于秘密运营

的原因，１９３９ 年 ７ 月以后，陆军只将昭和通商的相关文件分发到了中央部门、驻外武官以及地方部

队司令部这一层级，基层单位无从知晓内幕。 例如，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陆军中央命令昭和通商新京分公

司紧急押运 ４ 吨铅矿石和钼矿石前往神户，会社某职员到达釜山港请求负责海运陆军物资的“晓
部队”予以运输，但是后者表示未曾听过昭和通商，拒绝运输，最后该职员还是通过关东军的人情

关系才将矿石成功运送。 此时昭和通商已经成立 ４ 年，且专门负责战略资源的采买运输，竟然还未

被陆军基层部队了解，可见其保密工作之完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昭和通商的性质，即打着民间企业名号而奉军命行事的陆军秘密商社。

相比较而言，泰平组合的属性与昭和通商相似，在“统制性”的程度上低于后者，但并非秘密商社，
可以说昭和通商是泰平组合的继任者，更是发展者。

虽说是秘密商社，但是昭和通商却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完善的内部结构。 昭和通商建立之初便

接收了泰平组合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支结构，所以人员众多，经营基础非常雄厚。 按照该社职员山本

常雄的回忆，１９４２ 年昭和通商正式职员有 ３０００ 人，加上兼职以及临时雇员，人数达 ６０００ 人。③ 昭

和通商管理层包括专务经理 １ 人、常务经理 ３ 人、非常务经理 ３ 人以及审查经理 ２ 人。 工作部门包

括负责庶务、电信、员工待遇、秘书等事务的总务部及下属三个课；负责业务、会计、运输的业务部及

下属三个课；负责资材购买计划、管理的资材部及下属三个课；另外还有机械部及下属三个课、调查

部及下属两个课；负责机密通信的特信班。 此外，昭和通商内部还设有体育部和文化部，负责内部

的文体娱乐活动。 在日本以外，昭和通商还依靠设立在纽约、墨西哥、拉巴斯、利马、柏林、罗马、新
京、奉天、大连、北京、南京、汉口、广州、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分公司进行军需资源以及军火

的进出口。 昭和通商管理层以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由岩畔豪雄指定，大多数来自于陆军，其他来

自于旧泰平组合以及三井、三菱、大仓三个会社，他们也大多与陆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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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７２３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第 ３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伊国等より購入に関し事務連絡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４６３５７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

第 ６ 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３９ 頁。 山本常雄 １９４２ 年自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入职昭和通商，先后在

资材部、新京分公司工作，负责矿产、鸦片等战略物资的收买与运输，战争结束时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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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的专务经理堀三也是陆军大学第三十三期毕业生，曾任驻法国公使馆武官两年，其后担任淡

路岛由良炮台长官并以大佐军衔退役，随后在陆军燃料局工作，因为同岩畔豪雄关系密切被推荐为

昭和通商的负责人。 再如调查部部长佐岛敬爱，原本在伪满洲航空公司任职，曾先后在德国、阿富

汗工作，因与岩畔豪雄关系密切而被推荐进入昭和通商。 上文所提及的特信班，负责昭和通商的海

外通信工作，业务人员大多数来自陆军中野学校。 负责昭和通商商贸业务的人员主要是来自东京

大学、庆应义塾、早稻田、法政、一桥、青山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院校的年轻毕业生，尤其是需要较

强专业知识的资材部，更是大学毕业生的集中地。 为了应对战争，日本战时大学实行“短期教育”，
将正常的三年学制压缩为两年半，并督促不参军的大学生前往战略性企业工作。 例如 １９４２ 年加入

昭和通商的山本常雄，于当年 ９ 月从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入职后在资材部第一课负责非铁类金属

的商贸工作，与之同期入职的 ５０ 人皆为大学毕业生。①
除了人员与结构，昭和通商在资产规模上也相当庞大。 昭和通商成立时，由三井、三菱、大仓三家

会社出资合计 １５００ 万日元作为资本金进行运营，随着营业规模的发展，其资产增长明显。 根据统计，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昭和通商资产总额为 ２１２８ 万日元，至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资产总额已经增加至 １０４７２１􀆰 ４ 万日

元。 具体的资产总额变化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昭和通商资产总额变化表② 单位：万日元

年月 资产总额 年月 资产总额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１２８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６２７２􀆰 ８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４２９３􀆰 ８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８４２１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４６５３􀆰 ６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８６１􀆰 ９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５０９９􀆰 ６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２５６００􀆰 ４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４９４６􀆰 ７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４７２１􀆰 ４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昭和通商从建立到解体，一直处于资产扩张的状态，这种扩张的动力来自日

军从侵华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并不断扩大占领地的军事行动。 其间，１９４２ 年 ４ 月资产总额较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有所减少，这是因为 １９４１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南美洲多国也

效仿美国，对昭和通商采取了冻结资产、终止贸易往来的行动。 但是随着汉口、新京、香港分公司在

１９４２ 年设立，会社营业规模又开始扩大。 相比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资产规模翻倍，这是因

为随着日本占领东南亚，昭和通商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同时设立了马尼拉、西贡、曼谷、新加坡等 ８ 个

分公司，接收了东南亚各地原本属于欧美国家的众多工矿企业。 另外，随着战争的扩大，昭和通

商的业务内容也被陆军进一步扩充。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昭和通商曾进行一次公司章程的变更，将过

去未曾明确规定的剧毒物品、药用植物、甲类火药等物品纳入经营范围，其中就包括对鸦片的贩

卖业务。

三、 昭和通商的主要业务内容

从昭和通商内部的机构划分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进出口贸易以及信息调查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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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３８—４１ 頁。
转引自柴田善雅「陸軍軍命商社の活動：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覚書」、『中国研究月報』第 ５８ 巻第 ５ 号、２００４ 年 ５ 月、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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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业务内容相互辅助，共同服务于日本陆军的战争需要。 但由于资料限制，本文对于昭和通商

的调查工作无法进行详细论述，故本节将论述重点放在其贸易业务上。
在考察昭和通商的进出口贸易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营业重点。

上文已经介绍了昭和通商在全世界的分公司，从这些分公司所在地点可以看出昭和通商主要有

四个营业地区，分别是中国、东南亚、南美洲和欧洲。 而昭和通商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可分为四大

类，分别是武器出口、矿产及其他战略资源的进口、特殊商品的运输、日本同轴心国之间的物资

互换。
（一）武器出口

武器出口是陆军省指导成立昭和通商的两大目标之一，但根据现存史料来看，昭和通商并不负

责日本军队自身的军火运输，其所负责的旧武器主要被运往中国占领区，出口对象为日本扶植的伪

政权。 除中国占领区外，出口地还包括东南亚、南美洲，但所占份额较小。 另外，根据《昭和通商株

式会社训令》，日本陆军的武器出口贸易由昭和通商垄断经营①，所以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正规的对

外武器出口工作都是由昭和通商负责的。
向中国出口武器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陆军认为不能放任企业自由经营而必须将之收归陆军

管理。 为此，陆军省指导华北方面军于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颁布《部外团体兵器整备要领》，规定只能

通过昭和通商北京分公司向华北诸政权供给武器。② 其后，陆军省又于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规定，向泰国

出口的所有武器也必须由昭和通商负责③。 不过不同于对华出口武器的目的，向泰国等国出口武

器主要是为了换取战略资源。 昭和通商对华出口武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汪伪政权成立以前，武器出口对象包括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华北部分企业组织等。 其中较大规模的武器出口活动见表 ３。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４０ 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主要出口对象即汪伪政府。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以后，日本陆军

通过昭和通商向中国出口的武器不再分配于华北及华中各地，而是集中运送给汪伪政府，所需资金

则来自日本政府的对汪 ３ 亿日元借款。 为支持汪伪政权，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了

《对国民政府借款供与要纲》，准备借款 ３ 亿日元给汪伪政府，并承诺 １９４１ 年即向其提供 ３０００ 万至

５０００ 万日元，但同时要求汪伪政府将之用于从日本购买军需资材及其他物资。④ 昭和通商在陆军

安排下，利用汪伪获得的借款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向汪伪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武器运售。 其后的

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日本陆军省又同汪伪政府签订了两次“武器借款合同”，其中第一次借款原定额

度为 ３５００ 万日元，其后扩增至 ４５１７􀆰 ３ 万日元；第二次借款原定 ７００ 万日元，后实际借出 ６６０􀆰 １ 万

日元。⑤ 第一次武器供货由昭和通商、陆军被服厂等多个机构分摊，第二次则交由昭和通商独自处

理。 昭和通商对华武器出口第二阶段的具体情况可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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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７７２３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第 ３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北支那方面軍部外武装団体用兵器整備要領」、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３７１３６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７ 年第 ９ 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利用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２９４４１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６ 年第 ５

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対国民政府借款供与要綱」、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０３０２３５８４５００、公文別録·内閣·第 ４ 卷　 昭和 １６

年 ～ 昭和 １７ 年（国立公文書館）。
柴田善雅「陸軍軍命商社の活動：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覚書」、『中国研究月報』第 ５８ 卷第 ５ 号、２００４ 年 ５ 月、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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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昭和通商从成立到 １９４０ 年之间对华武器出口概况表①

供给对象 时间 武器类别及数量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三〇式步枪刺刀 ５０００ 把（旧）、三八式步枪 ５０００ 杆（旧）

伪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三年式机关枪 ４０ 挺（旧）、三年式机关枪弹药箱组 ４０ 件（旧）、捷克式轻

机关枪 ２４０ 挺（新）、通信设备若干、毛瑟步枪子弹 １００ 万发、捷克式轻机

关枪 ５０ 挺（新）、三八式步枪 ７０ 杆（旧）、三〇式步枪刺刀 ７０００ 把（旧）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毛瑟步枪 １ 万杆（从意大利购入，经横滨转运天津）

伪蒙古联合

自治政府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三八式步枪 ５０００ 杆、三〇式步枪刺刀 ５０００ 把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曳光手榴弹 ３０００ 个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十一年式轻机关枪 １００ 挺及子弹 ６０ 万发、捷克式轻机关枪 １００ 挺及子弹

６０ 万发、三〇式步枪刺刀 １０００ 把、意式步枪 １０００ 杆、头盔 １０００ 个

伪中华民国

维新政府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三八式步枪子弹 １４０ 万发、意式步枪 ２０００ 杆、三〇式步枪刺刀 ２０００ 把、
大型毛瑟手枪 ２００ 把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毛瑟步枪子弹 ５０ 万发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以后 毛瑟步枪子弹 １００ 万发

表 ４　 昭和通商对汪伪政权的武器出口②

时间 价额 武器类别及数量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６􀆰 ８ 万日元

十一年式轻机关枪 ２００ 挺（旧）、捷克式轻机关枪 ２００ 挺（旧）、八九式重型投

弹筒 ５００ 个（旧）、三年式机关枪 ２００ 挺（旧）、十一年式曲射步兵炮 １００ 门

（旧）、战利品步枪 １ 万杆（旧）、刺刀 １３００ 把（旧）、三〇式步枪刺刀 ８７００ 把

（旧）、三八式步枪子弹 ４０ 万发、三年式机关枪子弹 １００ 万发、捷克式机关枪

子弹 ５００ 万发、八九式掷弹筒用榴弹 １０ 万发、十一年式曲射炮榴弹 ５ 万发、九
八式手榴弹 １０ 万个、九二式电话 １００ 部、九二式电线 ３００ 千米、小型无线电机

３００ 台、带武装轻型装甲车 ５ 辆（旧）、运兵车 ２５ 辆（旧）、货车 １５０ 辆（旧）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９３􀆰 ４ 万日元 具体不详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６６０􀆰 １ 万日元

三十二年式军刀若干、战利品步枪 １ 万杆及刺刀 １ 万把、意式步枪 １ 万杆、毛
瑟步枪 １ 万杆及刺刀 １ 万把、三八式步枪 ５０００ 杆及子弹 １０ 万发、空包弹 １０
万发、三八式机关枪 ２００ 挺、十四年式手枪 ９０ 把、８９ 式掷弹筒 ２００ 个、十一年

式轻机关枪 １００ 挺、捷克式轻机关枪 １００ 挺、三年式机关枪 ３０ 挺及子弹 ５０ 万

发及空包弹 １５ 万发、四一式山炮炮车 ４ 辆、ナ式 ７９ 轻机关枪子弹 ５００ 万发及

空包弹 ２００ 万发、十一年式曲射步兵炮炮弹 ４０００ 发及空包弹 １５００ 发、三八式

野炮空包弹 １０００ 发、四一式山炮空包弹 １０００ 发、电话及电话线若干

７８

①

②

根据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９３９ 至 １９４０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得。 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 ～ 昭和 １５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対支借款兵器供与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３８８０５００、陸支密大日記 － Ｓ１７ － ３３ － ７０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 １８ 年対支借款供与兵器ニ関スル件通牒」、旧大藏省資料 Ｚ５３０ － ４２（大藏省），转引自柴田善雅「陸軍

軍命商社の活動：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覚書」、『中国研究月報』第 ５８ 巻第 ５ 号、２００４ 年 ５ 月、１２ － １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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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规模较大的几次对华武器出口以外，昭和通商还继承了泰平组合在海外的武器出口

业务，但是因为 １９３９ 年以后日本陆军对东亚战争的推进以及日美关系的恶化，昭和通商在南美洲

和泰国的业务总量减少，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对这两个地区的武器出口规模已经相当有限，其具体情况

可见表 ５。 另外，陆军省档案中还有经由昭和通商实施的小规模出口活动记录，以及不确定时间和

对象国的武器出口案例 ２１ 笔。①

表 ５　 昭和通商对中国以外部分地区部分武器出口表②

出口国 时间 武器类别

玻利维亚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九六式机关枪 １ 挺及子弹 １４４０ 发、九二式重机关枪 １ 挺及子弹 １２００ 发、八九式重掷

弹筒 １ 个及榴弹 １ 发

秘鲁 １９４０ 年 高射炮 ２５ 门、炮弹若干

泰国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九七式轻型轰炸机 ２４ 架、八九式固定机关枪 ２４ 挺、八九式回旋机关枪 ２４ 挺、各类机

关枪用子弹 ４２􀆰 ５ 万发、飞机用投掷炸弹 ２０００ 个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九九式高等教练机 ９ 架、九七式战斗机 ６ 架

（二）战略资源的进口

进口矿产等战略资源是昭和通商成立时会社章程中规定的最主要工作内容。 但是由于当时为

陆军进口资源的不仅昭和通商一家会社，且相关史料非常有限，所以本文只能对该会社进口资源的

活动作一概述。 上文已经介绍过昭和通商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营业区域，其中从中国进口物资最

多，主要包括矿石、钢铁、鸦片、棉花及其他农牧产品；从东南亚进口的物资主要包括矿石、橡胶、生
漆、松脂、牛皮、蓖麻籽；进口南美洲的物资主要包括矿产、羊毛、牛皮、工业钻石；从德国进口的物资

以轻武器、飞机零部件和军工器械为主。 战争后期由于日本大型运输船数量的缩减及美国对日本

海上运输线的封锁，昭和通商推出“月工作”，即搜罗中国及东南亚沿岸小型机帆船向日本运送从

沦陷区搜刮的物资的活动。③ 相关活动无疑延长了战争，加强了侵略者在战争后期对沦陷区的

压榨。
（三）鸦片及海洛因的运输

昭和通商运输的特殊商品主要是鸦片及海洛因。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鸦片会议上，
包括日本在内的参会国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禁止医药和科学用途外的鸦片及其下游产品的生

产、贩卖和运输。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上，列国将《国际鸦片公约》附加入《凡尔赛和约》，要求各国强

制履行相关义务。④ 但是鸦片交易的暴利使日军不顾国际公法，秘密生产和贩售鸦片。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８８

①

②

③
④

根据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２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得。 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４ 年 ～ 昭和 １７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表 ５ 简单列出了规模稍大的一些武器出口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昭和通商便失去了向南美洲出口武器的机会。 根据

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９４０ 至 １９４２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得。 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５ 年 ～ 昭

和 １７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３１ 頁。
１９０９ 年美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包括中国、日本等 １３ 国参加的国际鸦片会议，应对鸦片贸易问题；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各国

在海牙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１９１５ 年，部分国家同意实施公约相关内容；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决议要求世界各国遵守该公约；１９２２
年，《国际鸦片公约》被收入《国际联盟条约汇编》；１９２５ 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修订版的《国际鸦片公约》。 参见马模贞主编《中

国禁毒史资料 １７２９—１９４９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６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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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张家口 １ 两鸦片售价 １３􀆰 ５ 日元①，１９４３ 年升价至 ２０ 日元，转卖到天津升价至 ４０ 日元，转卖到

上海升价为 ８０ 日元，转卖到新加坡则升价至 １６０ 日元。② 按照 １９４２ 年“蒙疆”大约 ４００ 万两的鸦

片年产量来计算，该年日军可通过售卖鸦片获得最多大约 ６ 亿日元的收益③，而 １９４１ 年日本可供

海外出口的军火总价值也只有 １ 亿日元④，可见鸦片利益之巨大。 既要获得利益又不想被国际谴

责，日本只好通过秘密手段在中国生产、运输和贩卖鸦片⑤，昭和通商此时就承担起了替陆军运输

鸦片和海洛因的秘密任务。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陆军次官致南方军政总监、驻蒙军参谋长、华北方

面军参谋长电令“驻蒙军队从蒙疆政府手中购得鸦片 ９５ 万两（１ 两相当于 １０ 匁）送往南方军政总

监部，运送由昭和通商负责，购买费、打包费、运送费以及手续费等杂费从对南方交流物资费里拨

出，所需预算通令华北方面军，在张家口购买的鸦片价格为 １ 两 １３ 元 ５１ 钱，向军政会计的卖出价

格以 ３ 月 １６ 日陆亚密第七九六号别册第二十六条为标准，由南方军经理部决定”。⑥ 可见，此时日

本陆军中央直接控制着“蒙疆”鸦片的运输与销售，相关支出费用皆从军费中支用。 而昭和通商则

是被陆军省指定的鸦片运输专门机构。 为了使相关参与者熟悉业务，陆军指派昭和通商职员前往

由陆军直接经营的公主岭、吉林等地的鸦片种植场参观学习。⑦ 由昭和通商负责运送的鸦片主要

有三个目的地，分别是日本、中国南方和东南亚。
关于从中国运送鸦片到日本的情况，曾担任昭和通商运输课课长的一石仓太郎回忆称：“鸦片

不仅可用来做宣抚品，还是珍贵的药用资源，当时从满洲向日本内地输送的鸦片被装在石油桶中，
像黏糊糊的黑色的糖，不经过海关，而是在陆军指令下由昭和通商直接接收。 被接收的鸦片按照军

命被交给一个叫参天堂制药的公司进行精炼，该公司也是有军方背景的公司。”来自中国的鸦片一

般先被运送到神户港，曾经担任昭和通商神户事务所所长的海老泽对鸦片的秘密运输有着较为全

面的了解。 据其回忆，“参天堂制药公司没有太好的精炼设备，鸦片由他们运输并进行初级加工，
最后是被送往大日本制药公司，最终被提纯为海洛因”。⑧ 那么，在日本提纯的海洛因又被运往何

处了呢？ 实际上昭和通商同样参与其中。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儿玉

誉士夫“巢鸭的变心”》的文章，为进一步了解昭和通商运送毒品的秘密活动提供了线索。 日本右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南方向輸出阿片の処理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０８８１９００、陸亜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７ 年第 ５８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３９ 頁。
１９４２ 年“蒙疆”鸦片欠收，收获量从预计的 ７００ 万两（平常年份大约为 ７００—９００ 万两）缩减至 ４００ 万两，所以日本陆军每

年从“蒙疆”鸦片贸易中最多可获得 ６ 亿日元的收入，而这笔收入是无须议会批准完全归陆军自由支配的。 参见「比島向阿片の処

理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０９１６００、陸亜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７ 年第 ６０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軍需品輸出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４８７８９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５ 年第 １５ 册（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李恩涵《本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张同乐：《日伪的

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史学月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曹大臣：《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黒羽清隆「もう一つの阿片戦争：日中戦争史の一断面」、黒羽清隆『十五年戦争史序説』上巻、三省堂、１９８４ 年。 江口圭一『日

中戦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権資料を中心に』、岩波書店、１９８５ 年。 朴橿著、許東粲訳『日本の中国侵略とアヘン』、第一書房、１９９４
年。 朴橿著，游娟镮译：《中日战争与鸦片（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台北，“国史馆”１９９８ 年版。 相比先行研究，本
文所述昭和通商运输毒品的活动揭示了战时蒙疆、日本、中国南方、东南亚战场之间的鸦片运输渠道问题。

「南方向輸出阿片の処理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０８８１９００、陸亜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７ 年第 ５８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匁（もんめ），日本特有的重量单位，相当于 ３􀆰 ７５ 克。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８５ 頁。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６２ 頁。 参天堂就是现在的参天制药，成立于 １８９０ 年，初期名为参天堂，

１９２５ 年改称发展为参天堂株式会社，１９４５ 年改称参天堂制药株式会社，以眼药的生产和销售著称。 大日本制药于 １８９７ 年成立于

大阪，２００５ 年与住友制药合并成为大日本住友制药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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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分子儿玉誉士夫从 １９４１ 年起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负责为海军调配物资。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儿
玉被盟军司令部抓捕，他在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的审讯中承认，曾帮助昭和通商在 １９４１ 年和 １９４２ 年先后

两次以黑市价格获得价值七八十万日元的海洛因，昭和通商将之运送到中国南方省份以换取钨矿

砂。① 所以昭和通商不仅负责向日本运送鸦片，还负责将在日本提纯出来的海洛因运往中国，以充

作日本陆军的战略资源，并毒害中国人。
由昭和通商负责运往中国南方省份的鸦片，主要被集中到广东的日军侵华部队第二十三军司

令部，然后在各部队间进行分配。 昭和通商广东分部业务课长熊谷久夫回忆称，１９４２ 年自己在广

东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黄金和鸦片，为了鸦片的运输，他曾携带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的介绍信两次前

往张家口，押送 １０ 吨鸦片。 这批鸦片由重型轰炸机运抵广州后被送往第二十三军总司令部，中间

一切事宜均通过特务机关秘密进行，沿途的昭和通商分部对此也毫不知情。 作战时鸦片被各作战

部队以 ６０ 公斤为一单位分散携带，在作战区代替军票、储备券、法币等通货用以交换食粮、牲口和

矿产资源。②

运往东南亚的鸦片主要集中于菲律宾和新加坡。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日军驻菲律宾第十四集团军曾

向陆军省请求运送“蒙疆”鸦片 ９５ 万两至东南亚，陆军次官于 １２ 月向驻蒙军队和华北方面军发出

指令，要求二者照办，并将鸦片交由昭和通商押运。 １９４３ 年大量鸦片运抵广州，其中一部分被运送

至菲律宾和新加坡。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昭和通商新加坡分公司职员小林博亮随同其他 ３ 名社员前往广

州接收鸦片 ３００ 桶后，用飞机、军舰经香港、海南、西贡将之运送至新加坡，其后部分鸦片又从新加

坡运送至克拉地峡铁路和泰缅铁路的施工地，用以代替工资发放给劳工。③

昭和通商运输鸦片的秘密工作从 １９４０ 年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昭和通商还曾

运送过最后一批鸦片。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苏联进军东北之际，关东军、日本厚生省、伪满洲国军政部的

主要人员商议将存放在关东军仓库的 １２ 吨鸦片秘密运回日本。 这批鸦片先被运到吉林市，然后通

过朝鲜铁路南下，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运抵日本九州唐津港。 运抵九州时这批鸦片只剩下 ８ 吨，当时

市场价格高达 １ 兆日元。 因为美军检查港口，货物被放在 ３０ 吨的机帆船上运往神户，准备由昭和

通商神户事务所的人负责隐藏。 但这批鸦片到达神户后由于安检问题无法登陆，便被运送往和歌

山县。 昭和通商的押运人员与当地一家海鲜企业商定，将货物隐藏在小松岛的冷藏柜中，但是当晚

押运的船夫不小心泄露了消息，被《朝日新闻》的记者获知并报道了出来。 盟军司令部获悉后没收

了鸦片，抓捕了厚生省以及昭和通商的参与者，并将其判刑。 但这 ８ 吨鸦片在被运往东京的路上消

失不见，成为未解之谜。④

鸦片运输实际上并非昭和通商最主要的工作，但却是最机密且与日本陆军利益关系最大的工

作。 该会社存在的 ７ 年间承担了该项秘密任务的主要内容，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将有助于丰富已有

的关于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毒害中国的研究。
（四）轴心国之间的军火及资源运送

昭和通商成立一年多以后，德意日三国于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签订了同盟条约，承诺三国中任何一国

在遭受当时并未参战的国家攻击时，其他两国要给予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最大援助。 但实际上早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儿玉誉士夫在受审时表示，当时政府规定制药公司不可以公开贩卖海洛因，医疗机构以外的人员即便有军方的命令，也
无法购买，所以昭和通商依赖儿玉，儿玉又依赖其他中介，以黑市价格从制药公司购买海洛因。 参见「児玉誉士夫巣鴨の変心」、
『読売新聞』、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１４ 面。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６５ 頁。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６４ 頁。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７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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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条约签署以前，昭和通商便已开始参与三国之间战争资源的秘密运输了。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昭和

通商受命从意大利进口毛瑟步枪 １ 万杆①，随后又受命向在埃塞俄比亚作战的意大利军队输送汽

油、大米、军火等物资，总经理堀三也还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勋章嘉奖。② 同德国之间的物资

往来是昭和通商欧洲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推动这一工作，陆军联合昭和通商以及其他大型企业先后

实行过“樱输送”“柳输送”“逆柳输送”等秘密活动。 所谓“樱输送”是指昭和通商将日本以及中国

东北的物资以大连为起点，经过满洲里、西伯利亚铁路输送给德国③，主要物资包括锡矿、钨矿、钼
矿、大豆、皮毛等，该项工作从 １９３９ 年持续至苏德战争爆发。 “樱输送”活动停止后日德继而推出

“柳输送”和“逆柳输送”计划，在日本被统称为“柳工作”。 “柳输送”是指德国将军舰改装成商船，
向日本及伪满洲国出口大型发电机、重型机械、雷达探测器、轻重武器、精密仪器、珍贵药品、工业资

料等。 “逆柳输送”则是指执行“柳输送”的德国船只在回航时，运送日本及中国东北的大豆、大豆

油、谷物、卵黄、油脂等物资返回德国的活动。 随着盟军对德国海上运输线的封锁，“柳工作”中的

运输船逐渐被潜艇替代，昭和通商在“柳工作”中主要负责对德物资的汇集。④

除了上述四项主要活动外，昭和通商所进行的业务活动还包括海外调查、金银制品的搜集与运

输、货币走私等，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其中关于海外调查的历史资料并不充

分，但遗留下来的调查报告有《阿富汗斯坦》⑤《中南美洲资源调查报告》⑥《占领后马来锡矿业现状

调查报告》⑦《最近苏联机关在沪之活动》⑧等，可见其工作范围之广。 这些调查报告无疑为日军提

供了相应的决策依据。 另外，战争期间为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陆军授命昭和通商实施代号为

“光计划”的活动，即命令各战地部队在占领区搜罗首饰、器具等金银制品，将之汇集后交给昭和通

商运输到中国南部与当地土匪交换物资，或运送到东南亚及欧洲等地换取战争资源。⑨ 昭和通商

所从事的其他各类活动多以秘密形式进行，相关资料较少，目前尚无法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 结论

成立于 １９３９ 年的昭和通商是日本陆军的军命会社，继承了泰平组合的部分业务、资产和市场

网络，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不断壮大其规模。 该会社存续期间通过向中国等地出售旧武器达到日本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モ􀏥ゼル小銃受領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１８４３０００、陸支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５ 年第 ４ 号（防

衛省防衛研究所）。
「児玉誉士夫巣鴨の変心」、『読売新聞』、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１４ 面；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５６ 頁。
「桜輸送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３６４６３００、陸満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６ 年第 ３ 册（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
日德之间自 １９４１ 年开始“柳工作”，但有 ３０％ 的运输船在中途被击沉。 １９４２ 年，双方开始利用潜艇进行物资交换。 从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到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日本派出了 ５ 艘潜艇前往德国，最终只有 １ 艘顺利返航。 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編『戦史叢書

（９８）潜水艦史』、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９ 年、３４４—３４９ 頁；三宅正樹編『検証　 太平洋戦争とその戦略　 ２———戦争と外交·同盟戦略』、
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１３ 年、１００—１０７ 頁；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９６—１００ 頁。

昭和通商編『阿富汗斯坦』（非売品）、昭和通商、１９４０ 年。
「中南米資源調査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４８３１６００、密大日記　 昭和 １５ 年第 １０ 册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占領後に於ける馬来錫鉱業現状調査報告」、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６０６４３０００、南方事情調査報告

関係綴　 昭和 １７ 年—１９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最近ニ於ケル蘇連機関（在滬）ノ動向」）、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０３０３２３０６８００、返還文書 ９、参考資料 －

第 １３９ 号（国立公文書館）。
「金銀製品商連盟南支派遣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１２３３４２５００、陸支密大日記昭和 １６ 年第 ３９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１７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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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及战略目的，通过进口多种资源为战争机器添加燃料，通过秘密运输鸦片以获取战争资金，
通过秘密调查报告为军方决策提供依据，通过运输战略物资实现轴心国之间的联络，其在战争背后

发挥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动的总体战争，从战争决策到战役执行之间还

存在着征兵、补给、运输、调查等诸多行动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军事外围团体参与并推动战争机器

的运转。 诸多军事外围团体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昭和通商作为研究此类军事

外围团体的一个窗口，有助于增加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全方位理解。

〔作者郭循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日本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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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出版

王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出版，２４􀆰 ７ 万字，８９ 元

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当下应可称热门的研究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个案研究都有

不少成果，其中不乏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 本书研究的东北大学，已有一些既成研

究，本书并不局限于教育史或大学史，而多侧重于其与政治史和地方史的结合。 即

本书讨论的不是民国教育史或大学史上的东北大学，而是民国政治史和东北地方史

上的东北大学。 作者以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发展为研究主线，展现了九一八

事变前东北地方势力的近代化努力及其困境，事变后东北流亡势力在抗日战争、中
央地方纷争以及解放战争等时代背景下的应对与纠葛。 近代以来，近邻日本对中国

东北一直虎视眈眈，终在 １９３１ 年入侵东北。 东北沦陷，东北大学被迫内迁，使其无可

避免地卷入关内国民党当政的派系政治中，并与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的演进发展共

始终，而在战后又与国共政争的政治相纠合，从中可见其所面对的不仅是教育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作者还注意到，东北大学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呼唤“外御强

权”的现代民族主义成长背景下的大学史。 这可谓本书着力之所在。
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一手档案文献史料，研究基础扎实，整部著作论述自成逻辑，

详略得当，既有宏观评价，也有微观研究，并且不乏可读性。 全书通过考察指出，地

方势力对如何发展地方以及应对内外困难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划，尽管这种规划具有

地域性，但也充满使命感，从而能汇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 （李丽丽）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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